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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要正确认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

环各自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本文结合 1995—2018年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基于双循环视

角构建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构分解框架，分析了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内国际因

素。研究发现，国内循环变化是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国际循环变化有

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不明显。国内循环中，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

和国内最终需求结构变化使得第一产业占比降低、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生产性服务业与实

体经济逐渐走向深度融合，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和整体升级；但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并未

带来制造业结构升级，这可能是国内部分高技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导致的。国际循

环中，国际价值链结构变化在 2006年之前和之后分别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

的相对扩张，带动了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国外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在全球价值链的溢出效应

推动下促进了制造业结构升级。因此，本文认为，未来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应发挥国

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各自作用，统筹发展和安全，从优化需求结构、提升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推动高水平开放和加强风险防控等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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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新发展阶段实

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工业化初期步入工业化

后期，这一时期恰逢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和全球生产分工深入变革，中国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传统国际大循环模式深刻影响着中国产业结构变迁。自 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转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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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新形势下驱动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内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使

国内资源配置的格局和重心发生转变，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更加强调把经济

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及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靠。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

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回答的问题。基于此，本文研究 1995—2018年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在

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中扮演的角色，重点分析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国内需求和国外需

求在其中发挥的不同作用，为新发展格局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路径选择提供依据。

产业结构转型（Transformation）或产业结构变化（Change）是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间重新分配的

过程，最经典的例子是基于三次产业结构变迁的“库兹涅茨事实”（张建华和盛长文，2020）。产业

结构升级（Upgrading）是产业结构转型的结果，但并非所有的产业结构转型都会带来产业结构升级，

现有研究一般没有对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明确区分。从三次产业看，国内学者一般

将经济结构服务化界定为产业结构升级，并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干春晖等，2011；郭凯明

等，2020）或依次给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赋予越来越高的权重（徐德云，

2008；孙伟增等，2022）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程度。然而，服务业占比的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张建华和程文，2019），例如，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呈现出经济服

务化趋势，但是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增长态势，亚洲“四小龙”实现了经济腾飞，而拉美国家却普遍陷

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已经处于服务经济时代的发达国家意识到实体经济过度虚拟化的危害，开

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推动制造业回归。因此，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单纯强调服务业占比提升，既

不能真实反映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特征，也无法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再者，从制造业内部

看，现有研究一般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比下降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占比上升的过程界定为制造

业结构升级（汪伟等，2015；郭凯明等，2020），但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是在不断演进的，中国经济

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求制造业从要素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因而单纯从要素密集

度视角衡量的制造业结构升级也已经不适应新发展阶段的产业发展要求。

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求侧的收入变化效应和供给侧的相对价

格变化效应是两大主要影响因素（Herrendorf et al.，2014 ；王弟海等，2021），其中，收入变化效应是

由非位似偏好驱动的，由于部门间的需求收入弹性存在差异，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对不同部门产品的

需求增长幅度不同（Kongsamut et al.，2001）；相对价格变化效应既可能是偏向性技术进步驱动的

（Ngai and Pissarides，2007），也可能是各部门由于存在要素密集度或资本—劳动要素替代弹性差异

而对国内要素禀赋变化反应有所不同（Acemoglu and Guerrieri，2008；Alvarez-Cuadrado et al.，
2017）带来的。随着工业化后期以专业和商业服务为代表的服务业外包作为中间产品的地位大幅

提升（Berlingieri，2014），投入产出联系成为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第三个重要因素（Sposi，
2019）。以上影响因素均是从一国内部考虑，除此之外，部分学者基于国际视角研究国际贸易对产

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影响，认为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专业化分工，使得一国具有比较优势（技术进步

快）的部门扩张，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收缩（Matsuyama，2009），同时有可能非对称性地提高生产

率并促进收入增长，通过相对价格变化效应和收入变化效应作用于产业结构变化（Uy et al.，2013）。

已有文献将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问题，并发

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结构转型主要受国内因素影响，国际因素的贡献较小（郭凯明等，

2017）。国际贸易可以推动中国第二产业占比的快速增长和持续偏高（章潇萌和杨宇菲，2016），并

加剧了产业结构的不稳定性（张建华等，2018）。但这部分文献仅考虑传统国际贸易的影响，忽略

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作用（Alessandria et al.，2021），可能会低估产业结构转型的国际影响。因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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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相关的贸易占世界总贸易量的 2/3（何宇等，2021），目前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和贸易冲突

不断，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防范变得更为重要。本文从双循环视角出发，系统研究国内循环和国际

循环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具体分析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国内最终需求

结构变化、国际价值链结构变化和国外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四个因素的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

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国际因素，如果同时考虑传统国际贸易和参与全球价值链

的作用，国际循环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贡献是否会超过国内循环？是否会与现有研究得

到不一样的结论呢？

本文主要有三点边际贡献：①构造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升级衡量指标。本文区分产

业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特征，重新定义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和制造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两个指标

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程度，是对以往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重要拓展和补充。②给出基于双循环视角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影响因素分解框架。本文采用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方法，将产业结构变化分解为国内循环变化效应、国际循环变化效应和双循环结构变

化效应，其中，国内循环变化效应包括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效应和国内最终需求结构变化效应，国际

循环变化效应包括国际价值链结构变化效应和国外最终需求结构变化效应，为全面客观地评估产业

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③定量分析 1995—2018年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转

型和升级的国内国际因素。本文基于 OECD—ICIO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将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

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应用到中国问题上，系统分析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中

发挥的作用，从而为新发展格局下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制定依据。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增加值分解方法，并简要

描述中国双循环发展水平的演变特征；第三部分构造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并

基于双循环的视角构建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结构分解模型；第四部分基于双循环视角，定量研究

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国内国际因素；第五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增加值分解：测度方法与演变特征

1. 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测度方法

基于经济循环理论，本文将“国内循环”定义为整个经济循环发生在主权国家内部的经济活动，

即利用国内生产网络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经济循环系统；相应地，“国际循环”为经济循环不完全

发生在主权国家内部的经济活动，或者是生产分工依赖国际市场，或者是最终需求依赖国际市场。

从生产要素增加值出发，将经济循环分为“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两部分。其中，生产环节是从生

产要素转化为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生产要素是起点，最终产品是终点，根据生产环节是否跨越国

境区分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消费环节是最终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动过程，最终产品生

产者是起点，最终产品消费者是终点，根据消费环节是否跨越国境区分国内最终需求和国外最终需

求。因此，“国内循环”是依赖“国内价值链—国内最终需求”的纯本地活动，即国内生产要素只参与

国内生产网络，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用于本部门或其他部门最终产品的生产，且最终用于满足本国

消费者的最终需求，如图 1（a）所示。对应地，“国际循环”表现为三种形式：①传统贸易活动：依赖

“国内价值链—国外最终需求”，即生产要素转化为最终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均在国内进行，但最终

产品出口到国外，满足国外消费者的最终需求，如图 1（b）所示。②本地 GVC活动：依赖“国际价值

链—国内最终需求”，即生产要素在转化为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出现跨越国境的现象，参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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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网络，但最终用于满足国内消费者的最终需求。或将生产要素直接或间接出口到其他国家之

后，经过深加工又折返回本国，用于本国最终产品生产，并在本国消费；或将生产要素直接或间接用

于其他国家最终产品的生产，然后由本国进口予以消化吸收，见图 1（c）。③国外 GVC活动：依赖

“国际价值链—国外最终需求”，即生产环节出现跨越国境的现象，或中间产品生产跨境，或最终产

品生产跨境，但最终用于满足国外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见图 1（d）。

图 1 国内生产要素参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循环路径

注：（a）为国内循环，（b）、（c）、（d）为国际循环。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Multi-Regional Input Output，MRIO）模型，借鉴Wang et al.（2017）的增加

值分解框架，假设世界由 m个国家和 n个产业部门组成，投入产出关系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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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上标 s、r、t分别表示中间产品供应国、最终产品生产国、最终产品消费国，下标 i、j分别表

示中间产品供应部门和使用部门。Xs为 n × 1维总产出向量，Asr = Zsr( )Xr -1
为 n × n维直接消耗系

数矩阵，Y sr为 n × 1维最终产品向量。式（1）可以简化并整理如下：

X = AX + Yu'm = BYu'm （2）
其中，B = ( )I - A -1 = I + A + A2 + A3 + ⋯ + A∞，Bsr为 n × n维完全消耗系数矩阵（全局 Leontief

逆矩阵系数），um是元素全为 1的 1 × m维行向量，u'm表示转置向量。

存在增加值向量 Va = [ ]Va1 Va2 ⋯ Vam ，定义 V s = Vas( )X̂ s
-1
为 1 × n维直接增加值系数向

量。其中，X̂ s为将 Xs的所有元素分布在对角线上构成的 n × n矩阵。世界各国各部门的生产要素

增加值来源和去向矩阵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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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 s∑
r=1

m

BsrY rt将生产要素投入国和最终产品消费国联系起来，表示由 s国创造并最终被 t国

消费吸收的增加值列向量。其中，V̂ s Bsr建立起生产要素投入和最终产品生产之间的联系，代表“生

产环节”，表示生产要素来源国 s为最终产品生产国 r生产单位最终产品提供的生产要素增加值投

入；Y rt刻画了最终产品生产国和最终产品消费国之间的联系，代表“消费环节”，表示从生产国 r流

向消费国 t的最终产品。式（3）中每一行加总即为所对应国家的全部增加值列向量，令 c表示中国，

则中国各产业部门生产要素增加值组成的列向量表示为：

VA = V̂ c∑
r=1

m

∑
t=1

m

BcrY rt （4）
跟踪中国各产业部门生产要素增加值的流向，根据在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是否跨越国境，式

（4）可进一步分解如下：

VA =  V̂ c LccY cc

VAD

+
    
V̂ c Lcc∑

t≠c

m

Y ct

VART

+
                 
V̂ c( )Bcc - Lcc Y cc + V̂ c∑

r≠c

m

BcrY rc

VADGVC

+
                     
V̂ c( )Bcc - Lcc ∑

t≠c

m

Y ct + V̂ c∑
r≠c

m

∑
t≠c

m

BcrY rt

VAFGVC

（5）

其中，Lcc = ( )1 - Acc -1
为中国国内 Leontief逆矩阵系数，表示中国国内部门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投

入产出联系。结合图 1，中国各产业部门生产要素增加值划分为纯本地活动增加值 VAD、传统贸易

活动增加值 VART、本地 GVC活动增加值 VADGVC 和国外 GVC活动增加值 VAFGVC 四部分。其中，本地

GVC活动增加值 VADGVC 和国外 GVC活动增加值 VAFGVC 均包含两部分，VADGVC1 = V̂ c( )Bcc - Lcc Y cc 和

VADGVC2 = V̂ c∑r≠c
m BcrY rc分别表示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生产出现在国外的本地 GVC活动增加值；

VAFGVC1 = V̂ c( )Bcc - Lcc ∑t≠c
m Y ct和 VAFGVC2 = V̂ c∑r≠c

m∑t≠c
m BcrY rt分别表示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生产出

现在国外的国外 GVC活动增加值。于是，中国对国内循环的依赖程度 θD表示如下：

θD = unVADunVA
（6）

其中，unVA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unVAD为中国国内循环的增加值。按照同样的方法定

义中国对不同循环路径的国际循环经济活动的依赖程度，表示为 θk = unVAkunVA
，其中，k ∈ [ RT，DGVC1，

DGVC2，FGVC1，FGVC2 ]，则中国对国际循环的依赖程度为 θF =∑k
θk = 1 - θD。

2. 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演变特征

如表 1所示，1995—2018年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呈现如下特征：①整体看，中国双循

环格局在规模上表现出“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的特征，国内循环占比始终在 76%以上，且

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加

剧了双循环演变的波动性。②分行业看①，各部门的国内循环占比异质性明显。在三次产业中，第

二产业的国内循环占比显著低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制造业内部，高中低三种技术水平制造

业的国内循环占比在 1995年均处于 80%左右，且中低技术制造业略低于高技术制造业，但在研究

期内，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更加深度地参与国际循环，其国内循环占比到 2018年下降至 70.68%，已经

① 行业分类和数据来源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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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低于中技术制造业的 77.41%和低技术制造业的 78.40%，表现出与发达国家相同的特征①；在

服务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的可贸易属性更强，对国际循环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生活性服务业，

2018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国内循环占比分别为 83.37%和 97.85%，前者比后者

低 14.48个百分点。

表 1 1995—2018年中国整体及各产业部门的国内循环占比 单位：%

时间

中国整体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制造业

低技术制造业

中技术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

第三产业

生产性服务业

生活性服务业

1995
86.83
92.71
83.85
80.41
79.15
80.50
81.38
87.45
81.24
96.24

2001
84.33
91.52
79.29
74.81
75.74
77.28
73.13
87.46
80.93
96.52

2006
76.08
85.08
69.17
63.10
65.44
63.42
61.10
81.81
71.48
95.44

2012
82.17
87.93
76.77
71.15
73.58
73.55
68.15
86.58
79.18
97.30

2018
85.79
88.95
80.49
75.08
78.40
77.41
70.68
89.46
83.37
97.85

1995—2006年变化

-10.75
-7.63
-14.68
-17.31
-13.71
-17.08
-20.28
-5.64
-9.76
-0.80

2006—2018年变化

9.71
3.87
11.32
11.98
12.96
13.99
9.58
7.65
11.89
2.41

三、双循环视角下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结构分解框架

1. 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衡量指标

产业结构转型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普遍规律，与一国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相关。工业

化初期和中期的结构变迁主要表现为非农化过程，工业化后期的结构变迁则出现经济服务化趋势，

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转型呈现“库兹涅茨事实”特征，即随着人均 GDP增长，以名义增

加值或就业占比衡量的三次产业结构呈现第一产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第二产业占比呈

“驼峰状”变化的特征（Herrendorf et al.，2014）。基于此，本文采用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衡量产业结

构转型的程度，借鉴徐德云（2008）的方法，依次给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赋予

越来越高的权重，并予以加总，表示如下：

ISindex1 =∑i=1
3 ωi × i

3， i = 1，2，3 （7）
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以实现整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为目标（刘

伟等，2008），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由于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存在异质性，如

果生产要素从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流向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经济整体劳动生产率提升；二是当

产业结构达到稳态之后，主导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依然为正，经济增长不会停滞。从中

国的实际出发，如何在经济服务化阶段依然能够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是实现产业结构升

级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由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且服务业的技术进步趋于

停滞（Baumol，1967），单纯强调服务业占比上升显然难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因此需要重新审视

① 双循环演变的国际比较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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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角色扮演：①制造业的重要性并未下降。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引擎，即使

在经济服务化阶段，制造业的重要作用也不会被服务业所替代（黄群慧和杨虎涛，2022）。一方

面，制造业尤其高技术制造业，是国家技术创新的主要承载地，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其

发明和创新也主要出现在制造业部门；另一方面，制造业是其他产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商务服

务、营销服务等制造业上下游部门的发展依托于制造业规模的扩大，同时，制造业也为农业、电信、

金融等部门提供设备，助力传统产业升级和新产业、新业态发展。②服务业内部存在较大的异质

性。以商业服务、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市场营销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人力资本密集性、

知识技术密集性、规模报酬递增的属性，其劳动生产率约是生活性服务业的 2倍（朱民等，2020），

如果制造业占比的下降伴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的上升，则大大降低了服务化转型对经济增长的

负向影响；同时，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对价格收入弹性为负，与生活性服务业技术进步近乎停滞

相比，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uarte and Restuccia，2019；Duernecker et al.，2019），可以克

服“鲍莫尔成本病”。③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随着社会分工深化从

制造业内部分离出来的，具有中间产品投入特征，有助于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提高制造业的产品

附加值。此外，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下，制造业和生产性

服务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两业融合进一步得到升华。

从世界经验看，主要工业化国家尽管处于服务经济时代，但制造业依然保持很强的国际竞争

力。其中，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虽然已经降到 11%左右，依然处于全球创新链的最高端；日本、

德国的制造业占比多年维持在 20%以上，通过“生产+创新”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张

其仔和许明，2020）。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呈现两大特征①：①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

强劲。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较高，1995年就达到 36.39%，且持续保持上升趋势，2018年上升到

40.05%，日本和德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也保持在 35%左右。这些国家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增

加值占比加总均处于 50%以上，占据国民经济的绝对核心主导地位。②制造业结构高级化明显。

主要工业化国家在高技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高技术制造业占比明显高于中低技术制造

业，且高技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份额仍在增加，中技术制造业占比表现相对平稳，低技术制造业

的重要性普遍下降。

基于以上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构造如下两个指标测度产业结构升级程度：①产业结构高级化

指数。经济服务化阶段的产业结构升级首先要重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撑作用，同时强调生产

性服务业发展及其与制造业的融合互动。本文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加总测算的“广

义制造业”占比构造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用于衡量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程度。如果制造业占比的下

降与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的更大程度上升同时发生，则广义制造业占比仍然会不断提高，整体产业结

构表现为升级。②制造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考虑制造业部门间的异质性，依次对低、中、高技术制造

业在制造业中的增加值占比赋予越来越高的权重，并予以加总。如果制造业优势部门从低技术制造

业向中高技术制造业转移或从中低技术制造业向高技术制造业转移，则表现为制造业结构升级。

2. 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影响因素

定义 ω = [ ]ω 1 ω 2 ⋯ ωn
'为中国产业结构列向量，元素 ωi为中国 i部门的增加值占国内生

产总值（GDP）的比重，表示如下：

ω = VA
unVA

(8 )

① 主要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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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中国的比较优势变化以及各产业部门可分工、可贸易属性差异，各产业部门对国内循环

和国际循环的依赖程度不同，使得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产业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定义国内循环

产业结构列向量 ϖD = VAD
unVAD

，不同循环路径的国际循环产业结构列向量 ϖk = VAk
unVAk

。中国产业结

构可以表示为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产业结构按照其增加值占比加权的平均值，表示如下：

ω = ϖDθD +∑
k

ϖkθk (9 )
本文首先将中国产业结构变化 ∆ω分解为国内循环产业结构变化贡献 Cω( )∆ϖD 、国际循环产业

结构变化贡献 Cω( )∆ϖF 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结构变化贡献 Cω( )∆θ 三部分。令 t0和 t1分别表示期初和

期末两个时期，基于两级分解技术的 SDA方法①（Dietzenbacher and Los，1998），分解如下：

∆ω = ωt1 - ωt0 =           
1
2 ∆ϖD( )θD，t0 + θD，t1

国内循环产业结构变化效应Cω( )∆ϖD

+
            

1
2∑k ∆ϖk( )θk，t0 + θk，t1
国际循环产业结构变化效应Cω( )∆ϖF

+
                           

1
2 ( )ϖD，t0 + ϖD，t1 ∆θD + 12∑k ( )ϖk，t0 + ϖk，t1 ∆θk

国内国际双循环结构变化效应Cω( )∆θ

(10 )

进一步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国内循环产业结构变化效应 Cω( )∆ϖD 和国际循环产业结构变化

效应 Cω( )∆ϖF 予以再分解。由于生产要素是通过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最终流向消费者的，按照逆

向推理的方法，用名义增加值占比衡量的产业结构是在横向的最终需求结构和纵向的价值链结构

的共同拉动下形成的（胡秋阳，2016）。本文考虑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价值链结构和最终需求结

构差异。根据生产环节是否跨越国境，区分价值链结构为国内价值链结构（CPS）和国际价值链结

构（FPS）；根据消费环节是否跨越国境，区分最终需求结构为国内最终需求结构（CDS）和国外最终

需求结构（FDS）。于是，不同循环路径经济活动的产业结构均可以表示成价值链结构和最终需求

结构两个变量的乘积，见表 2。

表 2 不同循环路径经济活动的产业结构分解式

经济活动

纯本地活动

传统贸易活动

本地 GVC活动

国外 GVC活动

表达式

ϖD = [ ]( )1 + γD ( )1 + ρD V̂ c Lcc F cc

ϖRT = [ ]( )1 + γF ( )1 + ρF V̂ c Lcc F cf

ϖDGVC1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1 + 1

γD
( )1 + ρD V̂ c( )Bcc - Lcc F cc

ϖDGVC2 =∑
r≠c

m

[ ]( )1 + ρs V̂ c Bcr F rc

ϖFGVC1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1 + 1

γF
( )1 + ρF V̂ c( )Bcc - Lcc F cf

ϖFGVC2 =∑
r≠c

m

∑
t≠c

m

[ ]( )1 + ρo V̂ c Bcr F rt

价值链结构

CPS

○
○

FPS

○

○

○

○

最终需求结构

CDS

○

○

○

FDS

○

○

○
注：[ ]内的式子表示价值链结构，F **表示最终需求结构，“○”表示对应的价值链结构或最终需求结构类型。

细分项目的具体含义和表达式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① SDA方法介绍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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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国内循环产业结构由国内价值链结构和国内最终需求结构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基于两

级分解技术的 SDA方法，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国内循环产业结构变化效应可以分解为国内价值链

结构变化效应 Cω( )∆CPSD 和国内最终需求结构变化效应 Cω( )∆CDSD ，表示如下：

Cω( )∆ϖD = Cω( )∆CPSD + Cω( )∆CDSD (11)
同时考虑传统贸易活动、本地 GVC活动和国外 GVC活动三种循环路径的国际循环经济活动，

中 国 产 业 结 构 变 化 的 国 际 循 环 产 业 结 构 变 化 效 应 可 以 分 解 为 国 内 价 值 链 结 构 变 化 效 应

Cω( )∆CPSF 、国际价值链结构变化效应 Cω( )∆FPSF 、国内最终需求结构变化效应 Cω( )∆CDSF 和国外最

终需求结构变化效应 Cω( )∆FDSF ，表示如下①：

Cω( )∆ϖF = Cω( )∆CPSF + Cω( )∆FPSF + Cω( )∆CDSF + Cω( )∆FDSF (12 )
最后，合并式（11）和式（12）中的相同项目。于是，双循环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

可以分解为国内循环变化效应 Cω( )∆D 、国际循环变化效应 Cω( )∆F 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结构变化效应

Cω( )∆θ 三部分，其中，国内循环变化效应包含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效应 Cω( )∆CPSD + Cω( )∆CPSF 和

国内最终需求结构变化效应 Cω( )∆CDSD + Cω( )∆CDSF ，国际循环变化效应包含国际价值链结构变化

效应 Cω( )∆FPSF 和国外最终需求结构变化效应 Cω( )∆FDSF 。进一步地，本文将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构

分解框架应用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变化的分析中，研究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因素；或者将其应用

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变化以及制造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变化的分析中，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因素，见图 2。

图 2 双循环视角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分解框架

指标解释如下：①国内（国际）价值链结构变化效应属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供给侧原因。

价值链结构变化反映了在最终需求结构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企业改变其生产所需中间投入结构的

意愿，一方面取决于上游中间投入品的相对价格变化，当上游某部门相对其他部门具有更高的技术

进步率，或更密集使用本国的丰裕要素时，下游企业会更多使用来自这些部门的中间投入以降低生

产成本；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交易成本下降引发分工专业化和服务外包的结果（Berlingieri，2014），或

者是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变化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具体地，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和国际价值

链结构变化都会受到国内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影响，除此之外，前者还受国内环

境变化的影响，后者则受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②国内（国外）最终需求结构变化效应属于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的需求侧原因。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反映了在价值链结构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消费者

① 式（11）和式（12）中分解项的具体表达式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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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最终需求结构的意愿，在长期主要受居民收入变化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可能受技术冲击的影

响，消费者对新产业、新业态产品的支付意愿增强，互联网、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等重大技术革新和

产业创新推动最终需求结构升级（孙早和许薛璐，2018）。具体地，国内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反映了

国内收入变化的影响，国外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反映了国外收入变化的影响，二者同时受技术冲击和

产业创新的影响。③国内国际双循环结构变化效应反映了一国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依赖程度

变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属于周期性因素，并非长期因素，短期内会加剧产业结构的波

动性。当国内外市场发生重大冲击时，影响会被放大，随着双循环结构趋于稳定，贡献下降。

四、双循环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定量分析

本部分聚焦中国实际，在分析 1995—2018年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的基础上，结合双循环视

角下的结构分解框架，分别探究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鉴于研究期内中

国对国际循环依赖程度的峰值出现在 2006年，同时考虑 2001年加入WTO和 2012年进入“新常态”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重大转折点，本文将影响因素研究的考察期划分为 1995—2001年、2001—
2006年、2006—2012年和 2012—2018年四个阶段。

1.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演变趋势

从产业结构转型看，中国在研究期内经历了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产业结构高

度化指数从 1995年的 72.81%上升到 2018年的 81.62%，提高了 8.81个百分点①。其中，第一产业

份额持续下降，第三产业份额持续上升，与发达国家第二产业占比呈现“驼峰状”变化不同，中国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持续偏高，长期稳定在 45%左右，从 2012年开始快速下降。从产业结构升

级看：①中国整体产业结构表现出高级化发展态势，广义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从 1995年的 51.92%
增加到 2018年的 58.08%。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整体呈现持续增长趋势，制造业增加

值占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变化趋势，2006年是达到峰值的时点（蔡昉，2022）。②中

国制造业内部结构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升级态势，制造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始终在 69%左右波动。

低、中、高技术制造业在中国制造业中的增加值占比在研究期内分别下降 4.13%、上升 10.47%、下

降 6.34%，可以认为，中国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转型，这一观点与

已有文献结论相一致，但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攀升的过程并不顺利，存在陷入“结构性陷阱”的

风险。

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整体看，国内循环变化是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向更高程度演变的绝对主导因素，国际循环变化对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不明显。如图 3所示，中国国内循环产业结构和国际循环产业结构的高

度化演变趋势差异较大，国内循环产业结构与一国所处工业化发展阶段息息相关，是由本国的资源

禀赋、技术进步水平、人均收入水平等因素内生决定，正朝着经济服务化趋势演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指数从 1995年的 72.48%上升到 2018年的 82.27%；但国际循环产业结构反映了一国对全球分工网

络和国外需求市场的依赖，取决于本国的比较优势和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地位，呈现出经济制造化

的逆规律特征，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始终在 76%左右波动。

具体分析国内循环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渠道。如图 4所示，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

① 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图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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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内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均发挥正向促进作用，且在 2006年之前需求拉动效应大于价值链重构

效应，在 2006年之后价值链重构效应大于需求拉动效应。从需求侧看，由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节节攀升，需求结构变化表现出从生存型向享受和发展型、由物质

型向服务型转变的升级特征（石明明等，2019），对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的贡献率在 1995—
2006年高达 82.01%；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使得国内需求疲软、预期转

弱，短期内消费者对服务消费的相对需求增长缓慢甚至有所下降，2006—2012年国内最终需求

结构变化的贡献率仅为 10.14%；但国内需求结构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随着经济趋于恢复，消费

逐步回暖，2012—2018年国内需求拉动的贡献率恢复到 42.46%。从供给侧看，国内价值链结构

变化对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转型的贡献率在 1995—2006年为 33.55%，但在 2006—2018年提升

到 58.35%，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技术进步方式转变、要素禀赋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2006年之前，中国处于“数量扩张”的高速增长阶段，企业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的

方式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与此同时，由于与世界前沿的技术差距大，通过学习、吸

收和引进的方式推动技术进步，再加上当时中国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服务业发展滞后，尤其是

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小、质量低，企业没有动力也没有条件进行创新要素和服务资源的投入。但

2006年之后，中国逐渐完成了初始资本积累，经济发展转向“质量提升”阶段，随着与世界前沿的

技术差距逐渐缩小，技术引进成本大幅增加，中国逐渐加大了 R&D经费投入，再加上高校扩招提

升了全社会人力资本，推动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企业有动力也有条件进行创新资源投入和产

业融合。

图 3 1995—2018年中国国内循环和国际

循环产业结构高度化演变趋势

图 4 1995—2018年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演变的

影响因素

三次产业情况①如下：①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下降主要是国内循环变化的结果，国内价值

链结构变化和国内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共同发挥作用。由于工业部门技术进步和工业化发展，农业

部门作为上游产业部门的相对重要性下降，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增加降低了食物或农产品等生存性

消费支出占比。②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变化的影响因素复杂多变，反映出中国依靠全球生产分工

和国外市场推进工业化进程带来自身结构的不稳定性和周期性调整（叶振宇，2022）。国内国际双

① 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分解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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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结构的大幅调整深刻影响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变化，在政治稳定和经济一体化时期参与

国际循环程度加深，使得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得以放大，第二产业增速相对加快；当国际市场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时，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凸显，第二产业增速相对放缓。受中国加入WTO和国

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双循环结构变化的贡献率在 2001—2006年和 2006—2012年均超过 50%，但这

一作用是短暂的，在 2012年之后已经减弱。③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上升也主要是国内循环变

化的作用，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和国内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在不同阶段的相对重要性不同。1995—
2006年，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主要是国内最终需求结构升级拉动的，表现为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下消

费者对生活性服务消费的增加，对生产性服务的引致性需求增长有限。2006—2018年，国内价值

链结构变化效应占主要，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主要是国内生产性服务业技术进步加快和规模扩张的

结果，标志着生产性服务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增强。

3.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1）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如图 5和图 6所示，国内循环变化和国际循环变化

在大部分时期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主要通过价值链结构变化效应发挥作用，国内价值链结构变

化和国际价值链结构变化在研究期内的贡献率分别为 82.51%和 20.99%，前者远大于后者。分阶

段看，1995—2001年的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同时提高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但国

际价值链结构变化仅有助于制造业的规模扩张。这一时期的世界加工制造环节不断向中国转

移，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比快速增长，2001年达 55%以上（江小涓和孟丽君，2021），参与全球价

值链使国内生产制造能力大幅提升，同时使得中国本就竞争力偏弱的生产性服务业逐渐边缘化。

2001—2006年的价值链结构升级效应不显著，尤其是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效应显著为负，很大程

度上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相当比例的国内生产要素从国内市场重新配置到国际市场中，对国

内产业链形成一定的挤压和替代，且过度强调制造业的规模扩张在短期内抑制了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经过短暂的调整，2006—2018年的价值链结构重新恢复到升级状态，不管是国内价值链结

构变化还是国际价值链结构变化，都表现出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需求的增加，这既有国内

要素禀赋升级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又有逐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制度安排影响，中国生产性服

务业呈现规模化、集聚化、协同化发展趋势，其生产率增长率与世界前沿的差距逐渐缩小，国际竞

争力相对增强。

图 5 1995—2018年中国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

产业结构高级化演变趋势

图 6 1995—2018年中国产业结构

高级化演变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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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的变化①。已有文献关于中国过早或过快“去工业化”的讨论激

烈（蔡昉，2022；叶振宇，20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首次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那么，中国制造业占比下降的原因是什

么？是否有必要强调稳定制造业比重？分析显示，2006—2018年中国制造业占比下降既有国内自

身的因素，又体现了国际循环的波动性。这一时期的双循环结构变化使得制造业占比下降 2.25%，

贡献率达到 46.81%，但这一波动是阶段性和周期性的，2018年中国双循环结构已经调整到相对合

理水平，如果不发生大的冲击，未来大概率趋于平稳，对制造业占比的影响逐渐减弱，甚至趋于 0。
基于此，持续影响中国制造业占比下降的因素主要在国内。这一时期国内循环变化使得中国制造

业占比下降 2.59%，贡献率达到 53.97%，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和国内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共同推进中

国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方向演进。其中，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推动制造业占比下降的同时，伴随着生

产性服务业更大程度的扩张和制造业生产投入服务化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

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发展质量反而提升；国内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在推动制造业占比下降的同时，不一

定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 2012年之后，住房成本快速上升，城镇居民对住房的支出弹性上

涨，住房配置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居民对高品质服务的消费需求（石明明等，2019）。基于

此，本文认为，不需要单纯从规模占比上追求制造业比重的稳定，而应该在遵循经济发展一般规律

的基础上，从构建和完善产业体系的视角关注产业结构升级，从供给侧推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融合发展，从需求侧优化居民消费结构、释放消费潜力。

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持续增长主要是国内循环变化的结果。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和国

内最终需求结构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70.99%和 29.01%。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

扩张的作用渠道表现在多方面：国内交易成本下降带来分工专业化，推动生产性服务从制造业中分

离出来；国内高校扩招带来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快速提高，支撑人力资本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生

产率提高；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服务业技术进步加快，在国内大市场的规模效应下得

到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与此同时，“营改增”等国内制度安排也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谭

洪波，2017）。分阶段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在研究期内经历了从“摸索前行”

到“深度融合”的发展过程，如图 7所示，表现如下：①1995—2001年为初次探索期，批发和零售贸

易、运输和邮政服务两种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的比例提升。②2001—2006年为中断调

整期，中国加入WTO之后，制造业深度参与到国际循环中，国内生产要素也都向制造业倾斜，国内

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以及生产投入服务化趋势一定程度上有所中断，但科研和专业服务、行政和

辅助活动在各部门中间投入的占比依然有所提升。③2006—2012年为不平衡发展期，这一时期金

融和保险服务、批发和零售贸易、科研和专业服务、行政和辅助活动作为中间投入的重要性得到提

升，尤其是金融业快速膨胀，经济脱实向虚的风险增加；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信息技术服务支撑实

体经济发展的作用还未显现。④2012—2018年为深度融合期，随着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经济结

构进入战略性调整期，六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得到全面发展，金融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和农业、制造业深度融合。但必须认识到，生产性服务业的品质和结构决定了经济

发展的质量，未来还要持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化、专业化发展，同时优化生产性服务业内部

结构，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① 中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变化的影响因素分解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
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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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95—2018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国内价值链中作为中间投入的重要性变化

注：“+”表示为正，无“+”表示为负。行业简称如下：农林牧渔业（A）、采矿业（B）、低技术制造业（C1）、中技术制

造业（C2）、高技术制造业（C3）、水电气供应业（D）、建筑业（F）、批发和零售贸易（G）、运输和邮政服务（H）、电

信和信息技术服务（J）、金融和保险服务（K）、科研和专业服务（M）、行政和辅助活动（N）、住宿餐饮服务（I）、房

地产活动（L）、公共管理和国防（O）、教育（P）、健康和社会工作（Q）、文化娱乐和其他服务（R）。

（2）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期内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乏力主要是因为国内循

环表现疲软。如图 8所示，国内循环下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升级特征，制造业结

构高级化指数从 1995年的 70.08%下降到 2018年的 67.63%，尽管中技术制造业占比有所上升，但

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出现了下降。与此相反，国际循环促进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表现亮眼，制造业

结构高级化指数从 1995年的 68.15%上升到 2018年的 72.66%，整体呈现出低技术制造业占比下降

和中高技术制造业占比上升的态势。如图 9所示，国际循环变化主要通过国外最终需求结构变化

推动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引致需求从低技术制造品向中高技术

制造品转移。分析发现，国外消费者青睐中国高技术制造产品，既不是因为国外收入快速增长，也

不是因为中国高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很大程度上是全球价值链龙头企业的技术革新和

市场营销带来的溢出效应（Xing，2021）。在中国加入苹果、戴尔、惠普等高技术产品生产价值链过

程中，国外消费者对这些品牌产品的需求会转化成对中国加工组装服务和中国生产零配件的需

求，从而依托跨国公司建立起来的批发和零售网络，把中国的生产和服务销往全球（Xing，2021）。

图 8 1995—2018年中国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

制造业结构高级化演变趋势

图 9 1995—2018年中国制造业结构

高级化演变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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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之后，国外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对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开始弱化，

既有全球增长放缓和外需持续疲软的因素，又有全球价值链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步伐放缓的因

素，还受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相对下降的影响，在此情况下亟待寻找更多推进中国制造业结

构升级的新动能。

具体分析中国低、中、高技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增加值占比变化的影响因素①。低技术制造

业占比相对下降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共同驱动的。在国内循环中，国内供给侧结构改革滞后于

需求侧结构改革，国内人均收入的提升带来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居民对食品制造、服装制造、木材和

纸制品制造业等传统制造品的相对需求下降；但国内价值链结构升级相对缓慢，对低技术制造品的

中间投入需求依然在不断增长，只有在 2012年之后才略有下降。在国际循环中，国际价值链结构

变化和国外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分别使低技术制造业占比下降 1.74%和 1.20%。中技术制造业占比

相对上升主要受国内循环变化的影响，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是主要作用渠道，且主要在 2012—
2018年表现明显，可能既有短期经济结构调整的周期性作用，也有长期国内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

发展的影响。这一时期国内房屋新开工面积快速增长，对上游钢铁、水泥、石材、玻璃等建筑材料的

需求急剧上升；与此同时，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对

铬、铜、镍、钨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及其加工品的需求增加；再加上国内金属和非金属制造的技术水平

和精细化程度提升，部分中间产品投入实现了国产替代进口。

对于高技术制造业，不管从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看，价值链结构变化均不利于中国高技术

制造业的相对增长，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效应和国际价值链结构变化效应在整个研究期内分别

为-8.19%和-1.98%。可能的原因是，高技术制造业的可分工、可贸易属性较强，每个国家在全球

价值链中专注于某个或某些生产环节，如果一国从事的是价值链上游附加值较高的技术研发环

节，由于核心技术的垄断和不可替代性，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高，除此之外，以芯

片为代表的核心技术的延展性和衍生性较强，随着该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对该国传统产业

改造和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带动作用。中国起初是以加工组装任务切入全球分工体系，在

“干中学”中不断扩大业务范围，转向承接更多更复杂的任务，以苹果公司推出的 iPhone系列产品

为例，中国在 2009年 iPhone 3G产业链中仅承担附加值最低的加工组装任务，但在 2018年的

iPhone X产业链中，中国除从事加工组装任务外，还提供了包括电池组、玻璃盖板、相机模块、印刷

电路板、扬声器等诸多零部件（Xing，2021）。尽管中国也逐渐培育出一些拥有自主品牌的全球价

值链主导企业，如华为、小米和 OPPO等，但绝大部分企业的创新和价值链升级是非线性的，以终端

产品的集成创新为主，通过向国外采购核心零部件，专注于市场营销和品牌建设（Xing，2021）。所

以，中国在很多高技术制造业领域并没有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仅徘徊在全球价值链的非核心任务

环节，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均面临风险。对外，中国可能会面临高端封锁与低端锁定的双重

夹击，跨国公司利用国际经贸规则的主导权不断强化竞争优势，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并制造贸易

摩擦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使得中国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难度加大；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部分非核

心生产环节可能被东南亚国家替代，使得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被逐渐边缘化。对内，由于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上游度较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国内高新技术产业链、创新链不健全，

与国内其他部门的产业关联性不强，无法带动国内其他产业部门创新能力提升。所以，推动中国

① 中国低、中、高技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增加值占比变化的影响因素分解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

（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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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结构升级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破解关键

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视角构建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构分解框架，结合 1995—2018年的

OECD—ICIO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定量研究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国内国际因素，并进

一步探究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国际价值链结构变化、国内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和国外最终需求结构

变化四个因素发挥的作用。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考虑参与全球价值链这一重要国际因素，系统评

估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

级的国内循环贡献大于国际循环贡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已有文献结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国际价值链结构变化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2006年之前推升了制造业增加值占比，

2006年之后拉高了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整体升级；但与此同时，明

显降低了高技术制造业相对占比，不利于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

定量分析显示：①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主要是由国内循环驱动，国际循环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国内供给侧的价值链结构变化和需求侧的最终需求结构变化，两者共同推动了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比下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上升，且 2006年之后，随着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

的贡献超过国内最终需求结构变化。②中国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态势明显，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均

发挥了促进作用，且前者大于后者。随着国内要素禀赋升级和新兴服务技术进步加快，国内价值

链结构变化和国际价值链结构变化共同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大幅增长，产业体系呈现

出专业化分工和产业融合特征。尽管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在 2006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

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趋势并未改变。③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面临瓶颈，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乏力，主要是国内循环疲软造成的。由于部分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缺失，中国面临国内产业链

创新链不健全和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双重压力，不管是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还是国际价值链结构变

化，均不利于高技术制造业占比的相对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国外最终需求结构升级在研究期内

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中国通过参与全球分工网络享受到全球价值链龙头企业的技术革新

带来的溢出效应。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新发展格局下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统筹国内循环和国

际循环。一方面，要持续发挥国内循环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补足短板增强国内循

环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必须坚定不移推动全球分工合作，面对长期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统筹

开放发展和经济安全，持续发挥国际循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为此，本文得到以下政策

启示：

（1）优化政策调整和制度保障，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推动国内消费结构升级。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要素在初次收入

分配中的占比，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完善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落实存量房贷款利率调整政策，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增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

鼓励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以供给侧改革推动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升级。

（2）提升高技术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以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价值链结构升级。发挥新

型举国体制优势，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加强基础研究和底层关键技术研究，集中力量解决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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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脖子”问题，确保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定性；着力破除科技创

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聚焦国家战略和产

业发展重大需求，加大对企业创新支持力度，探索建立创新主体多元投入和利益分享机制，协同开

展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

（3）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以产业融合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发挥国内人才

红利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序推进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推动生产性

服务的质量提高和效率提升。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支持咨询服务、法律服务、现代物流等平台性

服务业的发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机遇，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产业，推动产业数字化转

型；谨慎对待金融业，推动金融工具多元化创新，强化多元化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同时

要健全金融风险管理机制，避免经济脱实向虚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4）提升开放监管和风险防控能力，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始终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维护多边合作机制。优化区域开

放布局，以共建“一带一路”和 RECP为抓手，推动更大范围的开放；以自贸区和自贸港为探索，推进

各类开放平台建设和制度型开放，吸引国际高端创新要素集聚，推动更深层次的开放。构筑与高水

平对外开放相匹配的安全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丰富风险应对政策工具，加强宏观政策协同，防范

世界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当然，本文还存在进一步的拓展空间。例如，将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的测度和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从国家层面拓展到省级层面；对于产业升级的分析，不局限于产业结构升

级，可拓展到产业链、价值链升级；进一步探究国内价值链结构变化、国际价值链结构变化、国内最

终需求结构变化和国外最终需求结构变化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机制和深层原因，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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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industrial systems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and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Only by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role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can we accurately

grasp the path of China’s fu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Based on multi-

regional input-output data from 1995 to 2018,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framework of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and

investigates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that affect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Unlike previous research, this article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studies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that affect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It is found that changes in domestic circul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both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have a minor

impac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but promot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 domestic

circulation, changes in the domestic value chain structure and the domestic final demand structure have

resulted in a de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primary industry, an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a gradual deep integ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the real economy, thus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overall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However, changes in the domestic

value chain structure have not led to the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which may be

due to the lack of core technology links in China hindering the relative growth of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value chain structure have

driven the relative expans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producer services before and after

2006, thereby driving the overall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changes in the foreign final demand structure

have driven the relative expansion of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rough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global value chains, thereby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As a result,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respective role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and coordinat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by optimizing demand

structure, enhancing core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developing an open economy of higher

standards, and strengthening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words: domestic-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new development pattern；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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